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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 2001-2017年中国 30个省级工业部门的面板数据,考察大气污染治理、资源配置结构与工业绿

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结果发现:大气污染治理对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资源配置结构在大

气污染治理提升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过程中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且呈现出显著的区域差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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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1978-2019年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率达到 13.73%。然而,粗放式发展模

式并没有得到根本性转变,高能耗、高污染现象仍十分突出,制约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需要推动工业经济节能、减排、增

效,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实现高质量发展。面对我国严峻的大气污染问题,党的十九大提出,要持续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行动。

大气污染治理既会对企业生产产生直接影响,也会通过“关停并转”等方式促进工业整体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那么,我国持续

的大气污染治理行动,是否优化了工业资源配置,进而驱动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回答这一问题,对于通过环境规制工具促进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研究,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研究表明,严格的环境管制很可能会对企业生产资源进行强制性的优化,驱动企业之间的资源再配置,使生产要素从效率低

下的企业流向效率较高的企业,最终提升整体全要素生产率水平。Tang 等(2014)研究发现,污染税的实施会导致生产效率最低的

企业退出市场[1]。盛丹和张国峰(2019)研究了酸雨和二氧化硫两控区政策,发现环境管制淘汰了效率较低的高污染企业[2]。韩超

等(2017)基于我国在“十一五”规划中首次提出的污染减排约束性指标,发现约束性指标驱动资本要素向高生产率企业集中,显

著降低了污染行业内部的资源错配程度,由此推动了污染行业整体生产率水平的提升[3]。 

此外,环境治理也会对企业产生差异化的影响。张志强(2017)的研究表明,“两控区”政策降低了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但是

对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影响存在着明显差异,外商投资企业受到的制约效应要高于其他所有制类型企业,而对国有企业的制约效应

有限
[4]
。盛丹和张国峰(2019)的研究同样表明,“两控区”政策通过提高生产成本对控制区内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生产率增长

产生了显著的抑制作用,对国有企业的增长率则没有显著的影响[2]。在面对环境治理压力时,由于不同所有制企业的谈判势力并不

相同,具有不同的环境合规成本承担能力,因而,企业生产过程所受的影响存在差异,从而可能导致企业之间资源配置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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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来看,现有研究主要从微观层面分析了环境治理对不同性质企业的影响,未从宏观层面关注环境治理对市场资源配置结

构的影响。此外,关于环境治理促进资源再配置从而提升生产率的研究也比较丰富,但对于环境治理、资源配置结构与绿色全要

素生产率的研究较为匮乏,鲜有文献将该三个指标纳入一个分析框架。鉴于此,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系统探讨大气污染治

理、资源配置结构与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厘清大气污染治理的经济效应,并根据结论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二、作用机理分析 

本文通过建立一个简易的经济模型来分析大气污染治理对国有与非国有部门要素流动的影响。假设一个经济体拥有家庭和

生产两个经济部门,其中,生产部门分为国有部门(x)和非国有部门(y)。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生产产品用于家庭消费,分别为 qx

和 qy,两种产品具有可替代性。进一步,建立一个不变相对风险规避(Constant Relative Risk Aversion,CRRA)且不变替代弹性

(Constant Elasticity of Substitution,CES)的效用函数[5]: 

 

其中,γ为家庭消费国有部门产品的权重,即国有部门市场份额,1-γ为消费非国有部门产品的权重,即非国有部门市场份额,

且 γ∈(0,1);ρ 表示两部门的不变替代弹性,ρ>0 且 ρ≠1;σ 表示不变相对风险规避参数,σ≠1;e 表示工业污染排放水平,D

表示污染排放的负效用权重,且 D≥0。排放存量是一种负外部性,它降低了效用,但对生产没有影响。 

假设生产仅投入一种要素,即家庭向生产部门提供劳动力(l¯),π表示生产部门的利润,G表示政府的一次性转移支付,S¯¯S¯

表示储蓄。那么,家庭受到下列预算的限制: 

 

其中,p 为固定的国有部门产品相对于非国有部门产品的价格比率;w是每单位劳动力的实际工资;φ和 ϕ分别表示大气污染

治理对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的规制因子,且 φ≥0,ϕ≥0,当企业不受规制时,φ 和 ϕ 等于 0。因此,φqx和 ϕqy分别代表了国有

部门和非国有部门生产产品所付出的污染减排成本。 

那么,家庭效用最大化(方程(1))受到了预算的限制(方程(2))。利用λ预算约束的拉格朗日乘数,效用最大化的拉格朗日条

件为: 

根据方程(3),效用最大化的一阶条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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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方程(4)和(5)可得:  

由方程(6)可知,国有部门与非国有部门的产出之比取决于市场份额γ、大气污染治理的规制因子φ和 ϕ、固定价格比率 p。

根据方程(6)整理可得: 

 

令 则 变换等式可得: 

 

即得到:  

假设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在 t期分别受到了大气污染治理规制强度φ和 ϕ。由于 t期企业已经做了生产安排,无法立即对

生产进行调整,我们假定企业将于 t+1期对生产进行调整。那么,国有部门产品市场份额的变化为: 

 

企业必须在政府规定的污染排放水平以下进行生产。在减排的过程中,企业讨价还价的能力和企业本身的减排效率决定了环

境规制给其带来的影响。通常来说,国有企业具有较强的讨价还价能力,容易争取到政府的大额补贴,相当于降低了污染治理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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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一点看,国有部门的单位产品治污费用支出小于非国有部门,即 Cx1<Cy1。此外,企业本身的减排效率也决定了治污费用支出。

在应对环境合规压力时,由于非国有企业内部体制机制的调整与改革以及生产要素在企业内部的自由流动更加灵活,因而,非国

有企业的资源重新配置效率相对于国有企业会更高
[6]
。因此,减排效率决定的治污费用支出 Cx2>Cy2。综合来看,大气污染规制对两

部门影响的大小分别为φ=Cx1+Cx2和 ϕ=Cy1+Cy2。 

现在,我们假设国有部门受到大气规制 φ>0,而非国有部门受到规制很小,令 ϕ=0,即国有部门受到影响而非国有部门不受影

响。此时,国有部门生产成本上升,因而 t+1 期会减少生产,即 qx,t+1 下降,导致家庭寻求替代品 qy 的消费,促使 qy,t+1 增加。因

此,Δγ<0,即国有部门产品的市场份额下降,非国有部门产品的市场份额上升。与此相反,若假设国有部门受到的大气规制很小,

即φ=0,而非国有部门受到的规制 ϕ>0,那么Δγ>0,即国有部门产品的市场份额上升而非国有部门下降。国有与非国有部门产品

市场份额的相对变化,意味着市场资源配置结构的相对变化
[3,7]

,这取决于大气污染规制对两部门造成的影响大小。 

工业资源配置结构若出现变化,必然会对工业整体的生产率产生影响。现有文献多强调资源配置不当对生产率的影响,配置

不当会造成生产率水平低下,而避免或者降低资源的不当配置程度有利于生产率的提高[8,9]。Timmer和 Szirmai(2000)将要素重置

导致的正向效应称为“结构红利假说”[10],其实质是资源要素配置的优化提高了整体生产效率。已有文献表明,国有企业效率较

低,其生产率落后于非国有企业
[11-13]

。然而,国有企业却更容易获得外部信贷支持和政府部门的大额补贴,而非国有企业则面临着

严峻的融资约束[9,14,15]。Brandt等(2012)指出,若资源从低效率的国有企业流向高效率的非国有企业,则经济整体的生产率将有显

著提升[16]。黄先海等(2017)进一步测算得出,国有部门向非国有部门的要素流动贡献了 1998-2007年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

25%[17]。因此,若资源要素在国有与非国有部门之间实现更有效的配置,工业总的生产率水平将得到提升,实现工业结构红利。相

反,若资源要素配置效率下降,则工业生产率水平将受到抑制。 

综上分析,本文认为,资源配置结构是大气污染治理影响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路径。 

三、研究设计 

(一)指标选取 

1.因变量。 

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Malmquist指数多用来分析生产率的变动情况,为保证指数具备传递性,相邻时期指数可相乘,

采用 Pastor 和 Lovell(2005)
[18]
提出的全局 Malmquist 指数(GMI)方法。此外,Chambers 等(1996)

[19]
和 Chung 等(1997)

[20]
提出的

方向距离函数(DDF)在鼓励期望产出向生产前沿扩张时,使非期望产出最大化缩减,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含义一致。因此,本文

采用 DDF-GMI方法测度 2001-2017年我国省级工业部门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把 2001年作为基期,假设绿色全要素生产

率为 1,则 2002年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等于 2002年的 DDF-GMI值乘以 1,依此类推,得到各年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投入指标包括资本、劳动力、能源,期望产出指标为工业主营业务收入,非期望产出指标为二氧化硫、

烟(粉)尘 1。其中,资本指标为各地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合计,表示固定资产经过扣减折旧、减值准备等后的期末余额;

劳动力指标为各地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平均用工人数;能源指标为各地区工业终端能源消费量,由主要能源消费品种折算标准煤

后加总得到。 

2.自变量。 

大气污染治理强度(apci)。借鉴赵霄伟(2014)[21]的方法,基于大气污染物排放构建综合指数衡量大气污染治理强度。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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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各地区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相对强度,即 其中,Iijt表示 t 时期 i 地区工业部门第 j 种大

气污染物排放的相对强度,Pijt表示 t 时期 i 地区工业部门第 j 种大气污染物的排放量,Yit表示 t 年 i 地区的工业增加值。其次,

把大气污染物排放相对强度指标等权平均,即 Iit= 由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只考虑工业二氧化硫和烟粉尘两

种大气污染物。最后,计算大气污染治理强度综合指数,即 越大,表明地区大气污染治理强度较大,

反之则强度较小。 

3.中介变量。 

资源配置结构(ras)。根据资源再配置理论,在要素使用及要素流动方面,政策实施的较优结果应该是减少资源流入低生产率

企业,同时促进资源流入高生产率企业;在产品方面,应该是高生产率企业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3,7]。基于这一理论,本文采用非国

有工业企业固定资产与国有工业企业固定资产的比值(ras)以及非国有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与国有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的

比值(ras_y)表示各地区工业部门的资源配置结构,分别用于实证分析和稳健性检验。若比值上升,则表明国有企业资源配置比例

相对降低而非国有企业相对上升,意味着资源配置结构的优化。 

4.控制变量。 

(1)外贸依存度(trade)。根据童健等(2016)
[22]

的方法,采用各地区进出口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表示。(2)外资参与度

(fdi)。采用各地区外商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表示。(3)创新(innovation)。新产品的销售不仅反映了企业开发新

产品或服务的能力,也反映了技术创新在商业上的成功[23],因此,本文采用工业部门新产品产值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衡量相对

创新能力,比值越大意味着创新能力越强。(4)能源消费结构(ecs)。采用煤炭消费占比表示,即各地区工业终端煤炭消费量(标准

煤)与终端能源消费总量(标准煤)的比值。 

(二)计量回归模型 

本文致力于研究大气污染治理对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探究资源配置结构作为上述影响的作用路径是否成立。因

此,根据中介效应的检验方法
[24,25]

,构建如下计量回归模型对上述问题进行实证分析。 

第一,构建大气污染治理与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计量模型: 

 

第二,构建大气污染治理与资源配置结构的计量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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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构建大气污染治理、资源配置结构与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计量模型: 

 

其中,i 代表地区(i=1,2,3,…,30),t 代表时期(t=1,2,3,…,17),province 为地区固定效应,year 为年份固定效应,εit为残

差项。计量回归模型的变量说明如表 1所示。 

表 1计量回归模型变量的说明 

变量 说明 

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lngtfp) 基于 DDF-GMI方法(取自然对数) 

大气污染治理强度(lnapci) 基于大气污染物排放构建综合指数(取自然对数) 

资源配置结构 1(lnras) 地区非国有工业企业固定资产与国有工业企业固定资产的比值(取自然对数) 

资源配置结构 2(lnras_y) 地区非国有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与国有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的比值(取自然对数) 

外贸依存度(lntrade) 地区进出口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取自然对数) 

对外开放度(lnfdi) 地区外商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取自然对数) 

创新(lninnovation) 地区工业部门新产品产值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取自然对数) 

能源消费结构(lnecs) 地区工业终端煤炭消费量(标准煤)与终端能源消费总量(标准煤)的比值(取自然对数) 

 

(三)数据 

本文以省际工业部门为研究对象,采用 2001-2017年我国大陆 30个省市区(由于西藏大量数据未披露,所以剔除)的面板数据

进行实证分析。变量的原始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

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和 EPS 数据平台。另外,分别利用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和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将

货币数值的当年价格换算成以 2000年为基价的不变价格,用人民币兑美元年平均汇率把进出口贸易数据换算成人民币计价数据。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 2。 

表 2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观测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gtfp 510 2.225 0.934 0.904 5.517 

ras 510 1.827 0.737 1.044 4.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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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s_y 510 3.059 1.949 1.109 10.43 

apci 510 3.021 4.443 0.194 37.42 

trade 510 0.312 0.385 0.0169 1.721 

fdi 510 0.0604 0.0538 0.00142 0.268 

innovation 510 0.101 0.0640 0.00381 0.327 

ecs 510 0.402 0.130 0.0575 0.946 

 

四、实证结果 

(一)面板数据回归结果 

本文使用多维固定效应模型(FE)对面板数据进行估计,估计结果如表 3 所示。其中,模型(1)-模型(3)为全样本的实证结果,

模型(4)-模型(5)为替换中介变量后的估计结果,以检验实证结果的稳健性。 

根据模型(1),大气污染治理变量具有正向显著的系数(系数=0.120,p<0.01),意味着大气污染治理对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在模型(2)中,大气污染治理变量具有正向显著的系数(系数=0.0583,p<0.01),表明大气污染治理显著优化

了资源配置结构,这意味着大气污染治理驱动了工业内部资源要素的再配置,非国有企业的资源配置比例上升。 

那么,大气污染治理是否通过优化资源配置结构促进了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呢?模型(3)分析了大气污染治理与资源

配置结构对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联合效应。结果显示,大气污染治理变量的系数(系数=0.111,p<0.01)与模型(1)符号一致且

绝对值更小;此外,资源配置结构的系数显著(系数=0.146,p<0.01),即非国有部门资源配置比例上升有利于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

率的提升。联合模型(2),根据中介效应检验原理,资源配置结构的中介效应存在,大气污染治理通过优化资源配置结构促进了工

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进一步计算得出中介效应的大小为[0.0583×0.146/0.120]=0.0709,即大气污染治理对工业绿色全要

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有 7.09%是通过优化资源配置结构实现的。从中介变量替换后的估计结果看,资源配置结构的中介效应仍然

显著。 

表 3全样本估计结果(FE) 

变量 

基准回归 中介变量替换 

(1) (2) (3) (4) (5) 

lngtfp lnras lngtfp lnras_y lngtfp 

lnapci 0.120
***
 0.0583

***
 0.111

***
 0.117

***
 0.103

***
 

 
(0.0156) (0.0141) (0.0156) (0.0215) (0.0167) 

lnras 
  

0.146*** 
  

   
(0.0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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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nras_y 
    

0.146*** 

     
(0.0432) 

lntrade -0.0859*** 0.139*** -0.106*** 0.161*** -0.109*** 

 
(0.0239) (0.0268) (0.0247) (0.0337) (0.0235) 

lnfdi -0.0533*** -0.0620*** -0.0443** -0.0512* -0.0459** 

 
(0.0192) (0.0195) (0.0194) (0.0292) (0.0192) 

lninnovation -0.0965*** -0.0147 -0.0943*** -0.0866*** -0.0838*** 

 
(0.0205) (0.0142) (0.0201) (0.0226) (0.0202) 

lnecs 0.0679* -0.0615* 0.0769** -0.00203 0.0682* 

 
(0.0366) (0.0349) (0.0371) (0.0538) (0.0359) 

地区固定效应 有 有 有 有 有 

年份固定效应 有 有 有 有 有 

Constant 0.164* 0.455*** 0.0969 0.795*** 0.0474 

 
(0.0870) (0.0794) (0.0863) (0.132) (0.0802) 

Observations 510 510 510 510 510 

R-squared 0.942 0.913 0.943 0.934 0.944 

 

在中介变量替换的基础上,进一步采用自变量滞后一期、更换估计方法两种方式对实证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 4 所

示。其一,由于大气污染治理变量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大气污染治理强度的滞后一期(采用 2000-2016 年的数据)作为

当期值的工具变量进行估计,估计结果如模型(6)-模型(8)所示。结果表明,大气污染治理对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资源配置结

构均表现出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资源配置结构的中介效应显著存在,因而回归结果是稳健的。其二,为了避免可能存在的组间异

方差、组内自相关和组间同期相关对回归结果造成影响,本文进一步采用全面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对面板数据进行估计,

估计结果如模型(9)-模型(11)所示。结果表明,大气污染治理对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资源配置结构仍然表现出显著的正向影

响,并且资源配置结构的中介效应依然显著存在。因此,综合来看,本文的实证结果具有较高的稳健性。 

表 4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FE-IV 全面 FGLS 

(6) (7) (8) (9) (10) (11) 

lngtfp lnras lngtfp lngtfp lnras lngtfp 

lnapcit-1 0.109*** 0.0524*** 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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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5) (0.0142) (0.0153) 

   

lnapci 
   

0.0684*** 0.0311*** 0.0653*** 

    
(0.00899) (0.00974) (0.00643) 

lnras 
  

0.159*** 
  

0.196*** 

   
(0.0508) 

  
(0.0250) 

lntrade -0.0765*** 0.144*** -0.0994*** -0.0332*** 0.0391*** -0.0312*** 

 
(0.0234) (0.0268) (0.0244) (0.0126) (0.0150) (0.0101) 

lnfdi -0.0483** -0.0596*** -0.0388** -0.0339*** -0.0231*** -0.0313*** 

 
(0.0189) (0.0194) (0.0190) (0.00888) (0.00775) (0.00593) 

lninnovation -0.0955
***
 -0.0143 -0.0932

***
 -0.0169

*
 0.00523 -0.0268

***
 

 
(0.0205) (0.0140) (0.0201) (0.00868) (0.00573) (0.00729) 

lnecs 0.0580 -0.0665* 0.0686* 0.0109 0.00324 0.0384*** 

 
(0.0396) (0.0349) (0.0398) (0.0199) (0.0112) (0.0131) 

地区固定效应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年份固定效应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Constant 0.196** 0.471*** 0.121 0.0666 0.127** -0.134** 

 
(0.0867) (0.0770) (0.0883) (0.110) (0.0525) (0.0543) 

Observations 510 510 510 510 510 510 

R-squared 0.941 0.912 0.942 
   

 

(二)异质性分析 

由于经济的梯度发展战略,加上各地区资源禀赋、经济基础差异等原因,我国不同地区的工业化进程暴露出不平衡的问题
[26]
。

对于工业化领先地区来说,由于其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在产业结构、技术创新等方面都具有领先优势,国有与非国有部门效率都较

高,故大气污染治理压力对于工业资源配置结构的影响可能较小;而在工业化落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及技术创新等方

面与工业化领先地区存在较大差距,在大气污染治理的压力下,国有与非国有部门之间以及内部可能会以淘汰落后产能等方式进

行生产要素的重新优化配置,进而实现资源配置结构的优化。本文根据黄群慧和李芳芳(2017)
[27]
的研究,把我国大陆 30个省市区

(西藏除外)划分为工业化领先和落后地区 2。表 5提供了工业化领先和落后地区的实证结果。 

从工业化领先地区的结果看,大气污染治理与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显著正相关,即大气污染治理有利于提升工业绿色全要

素生产率。大气污染治理与资源配置结构负相关但不显著,表明大气污染治理并没有驱动工业化领先地区非国有企业资源配置比

例的提升。此外,资源配置结构与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正相关但不显著,意味着非国企企业资源配置比例的提升并没有产生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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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红利。究其原因,在于工业化领先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资源配置效率较高,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效率差异相对较小。综合

来看,在工业化领先地区资源配置结构的中介效应不显著。 

工业化落后地区的实证结果显示,大气污染治理和资源配置结构优化对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此外,

大气污染治理显著优化了资源配置结构,促进了非国有部门资源配置比例的相对上升。结合中介效应检验理论,资源配置结构为

大气污染治理提升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中介变量。工业化落后地区资源配置效率相对较低,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效率差

异相对较大,大气污染治理给产业带来了较大的外部性影响,倒逼产业结构调整和落后产能淘汰,驱动资源配置效率提升,最终提

升了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体计算资源配置结构的中介效应[0.0696×0.180/0.107]=0.1171,即大气污染治理对工业绿色全

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应中有 11.71%是通过优化资源配置结构实现的。 

表 5区域差异性实证结果 

变量 

工业化领先地区 工业化落后地区 

(12) (13) (14) (15) (16) (17) 

lngtfp lnras lngtfp lngtfp lnras lngtfp 

lnapci 0.132*** -0.00114 0.132*** 0.107*** 0.0696*** 0.0944*** 

 
(0.0263) (0.0275) (0.0263) (0.0204) (0.0149) (0.0207) 

lnras 
  

0.0870 
  

0.180
**
 

   
(0.0819) 

  
(0.0707) 

lntrade -0.101*** 0.0170 -0.103*** -0.0697* 0.192*** -0.104*** 

 
(0.0333) (0.0293) (0.0335) (0.0358) (0.0346) (0.0364) 

lnfdi -0.0574** 0.0145 -0.0586** -0.0226 -0.0749*** -0.00915 

 
(0.0287) (0.0309) (0.0286) (0.0263) (0.0224) (0.0271) 

lninnovation -0.151*** -0.0388* -0.148*** -0.0605** -0.00435 -0.0597** 

 
(0.0278) (0.0217) (0.0272) (0.0280) (0.0178) (0.0279) 

lnecs 0.0954** 0.160*** 0.0815* 0.0149 -0.193*** 0.0497 

 
(0.0448) (0.0498) (0.0440) (0.0568) (0.0365) (0.0584) 

地区固定效应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年份固定效应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Constant 0.102 0.829*** 0.0302 0.305* 0.397*** 0.234 

 
(0.0907) (0.0983) (0.117) (0.156) (0.116) (0.154) 

Observations 238 238 238 272 272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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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quared 0.954 0.940 0.954 0.938 0.856 0.940 

中介效应 无 有 

中介效应大小 - 11.71%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我国大气污染治理实践,讨论了大气污染治理对资源配置结构和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从工业化进程角

度进行了比较分析。本文的研究结论主要有:第一,总体上,大气污染治理显著提升了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在工业化领先和落

后地区,大气污染治理均表现出显著的提升作用。第二,总的来看,大气污染治理促进了工业资源配置结构优化,非国有部门资源

配置比例提升;工业化落后地区的大气污染治理也具有显著的资源配置结构优化效应,但是工业化领先地区影响不显著。第三,总

体来看,资源配置结构优化显著提升了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但是在工业化程度不同的地区表现出差异,工业化落后地区资源

配置结构优化有利于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而工业化领先地区影响不显著。第四,根据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总体来看,大气污

染治理通过优化资源配置结构提升了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但存在地区异质性。在工业化落后地区,大气污染治理通过优化资

源配置结构实现了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而在工业化领先地区资源配置结构的中介效应不显著。 

本文的研究也带来了一些启示。首先,地方政府特别是工业化落后地区,应注重利用大气污染治理政策措施激发工业资源配

置结构优化的潜力,充分发挥大气污染治理在淘汰落后产能、促进要素流动中的积极作用。在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的背景下,尤

其可以利用大气污染治理的压力促进国有企业改善资源配置效率、提升市场竞争力,进而实现地区总体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其

次,由于各地区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应实行差异化的大气污染治理行动。在工业化落后地区,应侧重于命令控制型等“硬约束”规

制,有效发挥大气污染治理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倒逼效应,推动生产要素从低生产率的部门流向高生产率的部门进行重新组合;而

在工业化领先地区,应侧重于发挥市场型规制的“软约束”作用,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使得企业可以自主选择更

加符合自身特点的环境保护行为。最后,地方政府应切实转变经济发展理念,推动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通过积极的大气环境

保护行动实现“蓝天保卫战”和“经济转型攻坚战”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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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2016-2017 年统计部门只披露了地区总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数据,工业部门的数据未披露,因此,本文采用 2013-2015 年工业

大气污染物排放占地区排放总量的平均比例进行估算。 

2 工业化领先地区:北京、上海、天津、浙江、江苏、广东、辽宁、福建、重庆、山东、湖北、内蒙古、吉林、河北。落后

地区:江西、湖南、陕西、安徽、河南、四川、青海、宁夏、广西、山西、黑龙江、新疆、甘肃、海南、云南、贵州。 


